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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概念阐释与研究内容

学术研究需要理论，需要概念。任何一种认识或者现象（资

料）的背后，都承载着理论，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史实。“理论乃是为

了观测事实、表达认识结果而制造出来的一种便利的工具。理论

的可能和需要的大小，与我们的认识层次的高低同步。”①在历史

学特别是中国古史研究当中，同样需要不同层次的理论、概念。当

然，恰如邓小南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

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由微见著的考订论证作为其逻辑支撑，

都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②在学术研究中重视理

论和概念，是应有之义。但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并不重视概念

的厘清与界定，而没有概念的史学只能是一种含混的史学。秦晖

认为：“（传统学术）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微观分析中往往长于

形象描绘而缺乏严格的逻辑运算与数值运算，宏观概括中又往往

①

②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１５页。

邓小南：《祖宗之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４页。



形成一些模棱两可、难以证伪的学说。”①李伯重在引用美国著名

经济学家熊彼特和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伯伦汉的论断后指出：“不对

有关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就连说要讨论问题究竟是否属于经济

史研究范围都无法确定，遑论进行深入的研究。”②因此，本书试图

将“土地制度”做一理论性概括，作为展开论述的基础。

土地制度，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关于土地的规则。古

人词汇中并无“土地制度”之一词，在中国古人概念世界里面，与这

个词汇最相近的是“田制”。而今人在提到“土地制度”的时候，脑

海中更多出现的是众多关联词汇，诸如“封建”、“租佃”、“剥削”等，

此为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某些理论之演化导致。“土地制度”作为一

个概念，似较“田制”具有更多内涵。其他制度似乎很明确，如我们

提到科举制度或者察举制度，很容易领会它的内涵。唯独土地制

度并不明确，当我们提到“土地制度”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预期就比

其他任何一个“××制度”的提法包含了更多内容，这使“土地制

度”不堪重负。应该说，其与意识形态的诸多纠缠，导致我们在认

识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假如放弃“土地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纠缠，正本清源，可以发

现，土地其实一直都是有“主人”的———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法权

观念来理解古代的“私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民有”也许

是一个更合适的概念。“土地制度”承担了作为规则之外的东西，

２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

①

②

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语文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７页。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１２９页。李伯重所引用的两位学者的原文如下，熊彼特：“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

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见氏著：《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

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６页；伯伦汉：

“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

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

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支者亦有之。”见氏著：《史学方法论》，陈韬

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６２页。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很显然，把不应该由“土地制度”这个普通词汇所应该承担或者无

法承担的东西剥除，则更容易使用这个词汇而不至于造成理解上

的偏差。此说并不在于否定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说，“土地制

度”本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词汇。因此，在经济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汇即可。这不是削弱理论，而恰恰是使理论在它所应该起作用的

范围内起作用。

在长期的土地制度讨论中，遵循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理解：生

产关系三大要素中首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决定了生产关系

性质，生产关系性质又决定了上层建筑性质，上层建筑性质决定了

社会性质。逆推回来，因为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决

定了生产关系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性质，也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的

性质。不过，有论者已经指出过“五种形态”说在形式逻辑和其以

社会经济形态概括社会形态的错误，①还有论者从根本上否定了

马克思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② 土地制度并不能承担强加

其上的那些意识形态光环。以土地制度来证明“封建性”或者其他

什么性，是不可能的任务。土地自有其重要地位，但不是某些制度

的基础，更不能为某些制度的延续或者毁坏提供证明。

人们对土地进行开发和利用，土地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

分，任何社会生产活动都无法离开土地资源。在人们对土地进行

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而形成了人与人的

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自然物所形成的资产，土地是不可移动的生

３绪　　论　

①

②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８页以降。在

中国古史领域内，关于“五种形态”说的论辩极多，集中于古史分期问题上。这方面的综

述很多，可参阅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

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章。

段忠桥认为，马克思只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而没有提出过“五种社会形

态理论”。这引起了奚兆永、赵家祥等人的批评，段忠桥又加以反批评。段氏论述已结

集出版，诸家争论，均见氏著：《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第４章，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２３３页以降。亦可参看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

会形态理论研究》，第１２７—１６０页。



产资料。在市场流通和人们生活中，无法如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

可以任意转移，转移的只是土地资产代表物，也就是土地“证书”。

“证书”无法在单独个体之间确立，只有用“契约”表示其中的权利

关系，但离开了国家的强制力，契约不可能形成。① 用科斯的话来

说，就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东西并不像经济学家们所通常设想

的那样是物质实体，而是进行某些行动的权利，而个人所拥有的权

利是法律制度确定的”。② 只有在国家强制力执行下，土地“证书”

或者说“权利”才是有效的，土地资产最重要的不是土地本身，而是

占有以及利用它的权利或者产权关系。土地资产交易，最终是土

地产权的交易。随着交易普遍化，契约正式化，也就形成了土地与

人、人与人之间的土地关系，就是土地制度。简单的举例来说，产

权就是土地制度在土地与人之间的表现，租佃就是土地制度在人

与人之间的表现。

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张东荪就提出：“财产乃是一个概念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必须有了‘所有’（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这个概念方能

有‘财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概念。这个概念含有许多意义，例如我所有，

他人不许动用；他人动用必须先得我的许可；如不得我的许可我则

可取回；倘使弄坏了必须赔偿；他人所有，我亦不得动用；各人所有

大家互相公认；等等。这些意义不是孤立的乃是互相联系的。”③

可见，凡是财产就要有权利。土地作为一种“私有物”，其存在以及

使用所造成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相互认可的规范，用以调整

人与人之间涉物的关系，因此形成了法律关系。科斯说得非常好：

４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

①

②

③

格雷夫认为，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方，没有法律，没有强制性，也会形成内生秩

序。参阅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郑江淮译，中信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３章。另可参阅韩毅：《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研究———理论、方法与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但是在一个政权之内，国家的强制力仍然不可或缺。

科斯：《生产的体制结构》，罗汉主译：《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

１９６９—１９９５》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９３页。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３页。



“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

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

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

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

产权制度可以描述为，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

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社会关系。”①

土地是稀缺资源，确定人与人关于土地的关系，需要建立一系

列的制度，用以维护和保障关于土地的权利，也就是产权的安排。

产权的安排离不开法律的规制，以法律来协调土地产权的规范，就

是土地制度。广义土地制度包括了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以及

土地管理权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土地法律制度，狭义

的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制度之下对土地利用所形成的土地

关系总和。基于本书，就是形成于产权基础上的土地所有、使用、

管理制度。对于制度本身，国家从古到今都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

国家在有效制度的形成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古代社会中，

无所不在的国家是唯一的正式制度提供者。在制度体系当中，产

权制度又是最基本的制度。诺思指出：“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

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②国家确立产权的基础，而产权是

理解国家行为的一把钥匙。不了解国家的制度安排，就无法解释

土地制度，更无从了解土地的占有、经营，以及其与赋役、商品、民

众生活之间的关系。

有财产就有土地所有权的出现，能否进行有效的控制，是判断

是否是私有的重要标志。以此为标准，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里，

财产都是私有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土地”制度，在一个

５绪　　论　

①

②

科斯、阿尔钦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４页。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１７页。

另有厉以平译本。



朝代平稳期，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应该说是严格的，只要我们不是

用现代产权的要求去要求它。以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定

义———有助于确定每个人占有、使用、转让生产的财富的权利的一

切法律、规定、惯例和条例①———为基本出发点观察中国古代的土

地制度，就不必纠缠它的性质和意义。政府所有，也是明确的“私

有”，所谓公有并不存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权利明晰的“私

有”，要么是政府所有，要么是私人所有，肯定是有主人，而不是没

有主人，这是理解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关键。

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土地思想的历史作一个鸟瞰，容易发现，

中国古代的名君贤臣乃至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力的思想家，在土

地思想上很一致，就是土地应该是“公有”。但是，“公有”的呼唤，

不等于实际上就采用了“公有”的制度。只有在春秋以前，基本还

是农村公社时代存在着确实的“公有”，即众人所有。春秋以后，进

入土地私有阶段。土地的国有并不存在，因为皇帝也有自己的私

田、私庄。多数土地是有“主人”的，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私人，但绝

无所谓“人民公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的言论，其实说的

是土地属于政府所有。王者所有，取其代表含义而已。皇帝一方

面代表政府是全国土地的主人，当他不以“皇帝”这个身份来享受

农庄产品的时候，皇庄才是他的私产。皇帝代表了政府，但不能说

所有的土地在产权上都归他所有。恰如英国，由１６世纪至今，女

王仍然是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只有国王才能拥有土地，而其他人

只是从他那里取得土地的保有”。② 但是似乎没有人否认英国是

６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

①

②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９页。参阅氏著：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经济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劳森、拉登：《财产法》，施天涛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８页。

咸鸿昌也指出：“在英国土地法的历史上，始终没有产生大陆法系意义上的绝对所有

权，……英国土地法是在不涉及所有权的前提下建构各项制度和规则的”，见氏著：《英

国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权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页。在中

文学术世界里，从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学视角观察英国土地制度史上的保有权，主要

是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章。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私有制国家，更没有人否认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把

“土地制度”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基础性证据，恐怕首先就在这个

事实面前失效了。

作为政府而言，控制最大量的土地，肯定是应有之意，与此相反

的状态倒是不成立的。例如美国，恐怕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也是土地

私有的国家，但据１９５９—１９７８年间的统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控制

了国土面积的４０％。① 也就是说，土地名义上归何人所有，占有土地

的比例多少，并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的含义。只要承认了土地私有，

土地国有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公有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并没有田制从公有到私有的逐步转化

过程，没有从井田—授田—屯田—均田—田制不立的这样一个延

续。“田制”只是为了保证税收而划分的税基，无论哪一种“田制”，

都是为了保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理论上提供给农民的小块耕

地（不排除有些时间、地方实际给予）。无论井田、授田、屯田还是

均田这些概念，都是保证税基而进行的划分，以此收税。如果从

“所有”上来说，中国古代倒是一以贯之的“私有制”。从土地管理

和土地使用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井田、均田、方田都是清查的历史，

是一次次的田赋清丈活动，一直到清代“摊丁入亩”才放弃了清查

土地的努力，这是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但直到现代西方科技进

入以前，土地丈量工作都是复杂无比且最终止步于技术限制。甚

至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仍然是一件复杂而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最近若干年，动用了卫星监测全国土地变化，②仍然不见

７绪　　论　

①

②

哥德伯戈、钦洛依：《城市土地经济学》，国家土地管理局科技宣教司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２３页。

例如具有现代科技条件下的中央政府，仍然无力控制全部的土地。国务院于

２００６年９月６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问题的通知》。遍阅全文，可见其中

充满了焦灼和无奈。同一天的《上海青年报》题为《加大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

度，国务院新规严把土地“闸门”》的文章披露：“国土资源部去年对１６个城市进行卫星

遥感监测发现，违法用地宗数占新增建设用地总数的近６０％，面积占近５０％，个别地方

甚至高达９０％。”而最近五年来，土地财政愈演愈烈。



成效，我们可以想见古代进行此种统计的复杂与无法克服的繁难

之处。因此，在土地数量上进行总量控制，才不必投入大量人力来

实施这种注定不见成效的工作。

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长期挣扎于土地国有制、土地私有

制、国有私有并存制这些概念之中，举凡在这几个词汇之间能作出

的排列组合均已被人提出，似乎变成了文字游戏。最早提出土地

国有说，然后就有人提出土地私有说，有人提出国有私有并存说。

可是当我们换一种思考维度的话，不再把土地制度视为意识形态

的表征，放弃某些纷繁复杂的所谓解释———当然我们不是放弃理

论本身———而视其为一种分析框架，还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最有

解释力。当然，“没有理由预期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能解释一种复

杂的社会历史进程”。① 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就方法论而

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对于历史研

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②有时候，故

弄玄虚的理论，可能不如最平实的理论更具有解释力和分析力。

因此，分析作为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古代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国

家几乎是唯一的制度提供者———国家在有效制度形成中的重大作

用，通过多向度的历史视角观察，重视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土地

制度的复杂性和多面相，研究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条文的演变过

程，③同时对土地占有、经营以及土地制度与时代分期问题进行综

合考察，从土地制度的角度观察分析“唐宋变革论”，就是本书的主

要内容。

８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

①

②

③

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９页。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制度与政策，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世界里面表现得并不是泾渭分明，很难把某项

规定仔细区分清楚其是制度还是政策。因此，本书并未严格划定哪些是制度，哪些是政

策。当然，笔者倾向于把有较严格条文的规定看作制度，把不那么严格的一些诏敕看作

政策。但是，试图找到它们的明确而清晰的分割界限，相当困难而且并无必要。一般情

况下，本书统称其为“制度与政策”。



二、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土地制度在历史和当今都占据特殊的地位，对于政治角

力、社会民生、经济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土地制度

史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所谓“封建土地

所有制形式”的研究，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一度成为“五朵

金花”中重要的一朵。唐宋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其土地制度也广受关注。由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研究重要

性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研究成果令人目不暇接，也因此而出现

了多篇综述。① 本章即是在这些学者辛勤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爬

梳，力求对唐宋土地制度研究的总体情况加以叙述。如有错舛，尚

祈见谅并指正。海外及台港文献乃至发表在论文集上的部分文章

寻觅不易，未能提到，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条件所限，只好暂付

阙如。

根据笔者所编《唐宋土地制度史研究论著目录》统计，截止到

２０１０年，关于唐宋（含隋、五代、辽、金、西夏）土地制度的研究论文

（著作）大约共有１２００余篇（部）。② 第一篇研究论述应为日本学

９绪　　论　

①

②

笔者所见即有２０余种，早期有陈质：《关于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法问题的讨

论》，《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１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有武建国：《建国以来均田制研

究综述》，《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宋家钰：《日本学者关于唐代均田制施行问题

的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８期；近年来，有卢向前所撰关于唐代土地

的研究综述，收入《二十世纪唐研究》，胡戟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林文

勋：《宋代土地制度史研究述评》，载《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包伟民主

编，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另外，各类年度或专题

综述也多有介绍。

笔者曾在一篇论文的脚注中提到“约有２０００余篇（部）”，系对未能搜集齐全的

其他论述总约估之数。另据笔者统计，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先秦至民国）的研究论著，

大约有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篇（部）左右。



者加藤繁《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１９１７年）①和曾我部静雄

《南宋的土地经界法》，②国内最早的是林天蔚《唐代庄园问题》③和

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④ 从水平上来说，唐代土

地制度研究略胜一筹。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学者在唐宋土地制度研究上起了主导

作用，进入３０年代以后，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关于唐宋土地制度

研究的著述，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明显低于日本学者。４０年

代，随着政局的变化，无论中日，唐宋土地制度的研究进入了一

个低潮时期，仅发表了１０多篇文章。从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

唐宋土地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量高水平的著

述不断涌现，⑤国内的唐宋土地制度研究水准有一定提升，但与日

本学者比较仍落后较多。６０年代以后，日本的唐宋土地制度研究

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⑥西文的研究论述也开始出现，⑦国内则进

入了学术寒冬期。１９７８年以后，唐宋土地制度的研究飞速发展。

日本学者的关注程度不如以前，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有较大的进步。这一时期，专门研究唐、宋土地制度的专书就

０１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１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

曾我部静雄：《南宋的土地经界法》，《文化》（日本）２卷５期，１９３８年。

林天蔚：《唐代庄园问题》，《书目季刊》１１卷３期，１９２７年。

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６卷１期，

１９３９年。

如《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１９５７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周藤吉之：《宋代官僚制与大土地所有》，日本评论

社，１９５０年；同氏：《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５４年；仁井田陞：《中国

法制史研究（土地法、交易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１９６０年。

如周藤吉之：《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６２年；同氏：《唐宋社会

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５年；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

篇》，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６８年；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５年。

如杜希德（ＴｗｉｔｃｈｅｔｔＤｅｎｉｓ崔瑞德）的两篇文章：“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ｔ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Ｔａｎｇ”（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犪狀犱狊狅犮犻犪犾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犗狉犻犲狀狋，Ⅱ，１９５９）；

“ＬａｎｄＴｅｎ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ａｎｇａｎｄｓｕｎｇ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２，犛犮犺狅狅犾狅犳

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犪狀犱犃犳狉犻犮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



出现了多种。①

　　（一）土地制度通论

土地是土地制度的物质载体，研究唐宋土地制度以及土地关

系，不能不涉及具体的土地数字，特别是耕地数字。梁方仲的《中

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②列举了唐宋史籍上的土地数字，但

囿于体例并没有对这些数字进行考释。汪篯估计，唐代土地数字

大约有８００万—８５０万顷。③ 漆侠认为偏高，北宋土地约有七亿亩

至七亿五千万亩。④ 何炳棣对南宋以后的土地数字有专书考证。⑤

魏天安认为宋代神宗时期有官田八十万顷。⑥ 赵涤贤认为北宋治

平年间垦田实数２５４万顷。⑦ 亩制方面，胡戟计算出１唐亩＝

０．７８３市亩。吴慧认为，唐代大亩＝０．５４３７市亩，小亩＝０．２２６５

市亩。⑧ 杨际平认为１唐亩＝０．７８２９市亩，⑨与华林甫的估算基

本相同。瑏瑠

研究中国古代土地的通论性著作大约有３０多部。瑏瑡 赵冈和

陈钟毅所著采用经济学的方法，认为宋代以后的经济制度有了重

１１绪　　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参见拙文：《十年来唐宋土地制度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

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魏天安：《宋代官田的数量和来源》，《中州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赵涤贤：《北宋治平年间垦田面积考》，《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杨际平：《唐代尺步、亩制、亩产小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华林甫：《唐亩考》，《农业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主要有赵冈和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赵俪

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１９８４年；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李埏等：《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林甘泉

等：《中国土地制度史》，台湾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葛金芳：《中华文化通志·土地赋役

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大的转变。赵俪生认为在中唐以后，“贵者有力可以占田”始终是

超过“富者有赀可以买田”的力量而在“土地兼并”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到宋代，则官田的私田化和官租的私租化是土地关系的重要

特点。李埏等认为，均田制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口分田和永

业田都具有两重性。两税法以后，国家不再直接控制和干预民户

的土地。官田的私有化成为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土地制度发展的规

律。武宗以后，国有土地的私有化由无偿转化向有偿转化发展。

宋代继承和发展了中唐以来的土地政策，国有土地就完全衰落了，

土地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

多部“经济通史”，①都辟有专章论述唐宋土地制度问题。田

昌五、漆侠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认为以两税法颁发为标

志，前一阶段维持均田制，后一阶段不再干预大土地所有者的扩

张。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认为均田制是土地管理法规，

宋代土地私有制占绝对优势。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放弃

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判断，叙述平实清通。在田制思想方面，主要

有钟祥财和唐任伍的分析。②

２０００年以来，学术界明显注意到了“唐宋”研究的重要性，在

土地制度方面也出现了较多的论文。陈明光和毛蕾研究了田宅典

当买卖中的牙人，③林文勋在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２００４年）发

表论文，认为唐宋土地产权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④

张锦鹏在同次会上提交的《制度创新与唐宋时期农业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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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主要有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台湾文津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中国经济通

史》，经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唐任伍：《唐

代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陈明光、毛蕾：《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林文勋：《唐宋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及其效应》，《经济史论丛（一）》，中国经济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